德性立人  专业成才
         ——张周志老师在2021级新生“名师第一课”的演讲
亲爱的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21级全体新生、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一百年的开启之年，美丽的政法校园迎来了后疫情时代勇敢坚强的新一届优秀学子，你们给学校、学院和学科专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谨以一位在政法园耕耘近四十年的老政法人的个人名义，对于你们的加入表示最热情的欢迎；对于同学们经历十二年基础教育的刻苦训练，以优秀的成绩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表示衷心的祝贺！
看着你们青春活力的样子，令我想了1978年，自己高中应届毕业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当年的七月份参加了中断十多年后重新恢复的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也经过了刻苦努力的学习，成为了政法的一份子，感谢你们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少时代，真诚祝愿诸君学业有成，不负韶华！
今天应校院两级安排，给大家在这里开展名师第一课的演讲，我本人十分荣幸，也十分乐意与00后的诸位青年才俊共话时代主题与学科专业使命，并且和大家一起探究我们每个人应该以何种姿态努力成才，从而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面对上一届同学我讲了“学以成人 奉献社会”八个字，今天站在这里，面对本届同学，我想更进一步加深主题，所以今天我们讲：“德性立人 专业成才”，以此作为本次课程的主题，希望各位同学都可以踊跃发言积极探讨。
记得哈佛大学校门口有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镌刻着著名哲学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哲学家）杜威先生的一句名言：教育即成长。今天，我想接着杜威先生的这句话，加之中国儒家“学以成人”的教育理念，以及现代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分工，把其综合为“德性立人 专业成才”两句话。下面我将从志向、德性、内修、技艺四方面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实现这两句话。
一、志于(崇高的学科专业之)道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以探索人的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为崇高使命的，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哲学的艰巨性和崇高性。儒家圣人孔子早已觉悟到：天道远，人道迩。虽然人能弘道，但为道日损。人生是一大堆麻烦，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惟其如此，天降大任于斯人，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直面人生的难题。儒家圣人孔子就给我们开了很好的头，带头直面人生的难题，要求人们学以成人，学做好人。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读书动机和目的，周恩来讲：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左宗棠讲：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拥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和目的是学好哲学的必要前提。就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言，中国传统人文社会思想是早熟的,尤其是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健、成熟的社会思想。先秦时期,我国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尤其在思想方面更加引人注目。
我们以墨家学派为例，中国历史上学术的黄金时代首先春秋战国时期为代表的。当时史称百家争鸣。各家在长期的争鸣中不断完善理论、壮大队伍，最终形成以儒墨两家为最具号召力、聚徒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明确记载了当时这一盛况：“世之显学，儒墨也。”《盐铁论·晁错·大夫语》中也说：“日者淮南子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这表现出当时墨学作为显学，其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墨学显学的地位开始下降，自汉武帝后墨家学派不仅失去了“显学”地位，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一代良史司马迁写《史记》时，虽旁搜远绍墨家材料也仅得墨家开山祖师墨子一点点模棱两可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２４字姑且不论能否准确概括一世显学墨学的大略，却又附着于《孟子荀卿列传》后，其徒属、名籍更莫能记载，况短短２４字竟连用三个模糊之词"盖"、"或"，实在令后人悲叹！也难怪由古至今许多学者都试图挖空心思探寻墨家学派衰亡的原因，进而认为墨学已经"中绝"。后世诸人探讨墨学“中绝”的资料，可以从清人孙诒让的《墨学通论》和《诸子墨论述评》中得到解答。到了近代以后，胡适、梁启超、李季、钱穆、郭沫若、方授楚等学者也都有专论探讨墨学中绝的问题。近几年来，杨俊光、孙中原、周才珠、白奚、荆忠岭、魏洪峰、张科、李季等学者更是纷纷撰文阐释。
两千多年来，墨学“中绝”论几成学界定论。然而这种定论虽能击中墨家学派的一些弱点，但尚不能证明墨学"中绝"，至多能说明墨家作为一个派别从历史上"中绝"，因为这些看法都把"中绝"与否集中在三个方面的表象上：一是墨翟生平（包括姓名、生地、年代、事迹）不可考；二是墨家后学诸子和传授系统不可考；三是《墨子》的流传、编辑与保存不完整。其实这些情况在成为后世"显学"的儒家、道家也存在，但我们也没有轻易断定其为"绝学"。盖因为其思想精髓经后人吸收、接纳（文化学上称为文化移入、潜移）进而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韩愈的《读墨子》一文认为“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墨家学派虽然由于它代表的阶级利益与统治者相悖，故不为官方所提倡，因而无法直接成为儒法那样的官方精英文化。但是墨学的“尚同”、“非攻”等理论因其合理性仍被精英文化吸纳、融入并间接成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墨家的部分理论主张（如“等贵贱”、“均贫富”的大同思想，“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仗义行为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很容易被广大平民接受，从而以大众俗文化的形式（通过说书者或游侠等）流传街头巷尾，而这种俗文化两千多年来对塑造国民性格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儒学等官方文化。尽管作为一个学术派别自汉代以后墨家再未重现过，但是作为墨学的合理思想并未泯灭，反而以官方文化和大众俗文化的形式不断得以巩固和升华，特别是由于墨学“代表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在社会巨大变革之际，人们往往从墨家思想武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更何况在后代的经学、名学、法学、道学、佛学和官方政策中我们尚能见到墨学的踪迹，所以，轻言墨学"中绝"理由不充分。
《韩非子·显学篇》中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这里表现出了墨学的分流与转化。尽管梁启超和钱穆等学者在如何划分墨家分裂的学派上有分歧，但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墨子本人的看法。《墨子·耕柱篇》里墨子答治徒贻、县子硕"为义孰为大务"之问题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这里的"谈辩"（同于言谈、辩论）、"说书"（即解说文化知识）、"从事"（实践各种专业之技能）合起来约略相当于"道术"。据此，后世墨家分裂为三："谈辩者之墨"、"说书者之墨"、"从事者之墨"。 
谈辩者之墨作为首者，在春秋战国时代，论辩方术的讲究蔚然成风，墨子是当时有名的辩论能手。他教育弟子为了实现墨者的理想"为义"，要"能谈辩者谈辩"，即把研究辩论技巧、培养辩论能力的工作看成是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辩论，不仅丰富发展了墨家的学说，更使中国的辩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墨辩》六篇系统总结了辩论技巧，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过出极大贡献，被后人称为《辩经》。　
其次是说书者之墨，墨家成员多来自劳动生产者，故墨学思想里贯穿着一条重视生产实践的主线，墨子把经济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丰匮提高到内政、外交、军事等的成功——"王天下"的基础地位（《尚贤中》）。这种对物质生产的重视前人未有（孔子视生产劳动为下人之事），惟后世法家、农家可与之相比，从这个角度讲，农家、法家的生产论实源于墨学。
最后是从事者之墨，在《节用中》墨子要求直接生产者“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工匠、使各从事其能。”《耕柱》中又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墨子也很重视“从事”政治，他不仅指派弟子且亲自参与政治，并三次阻止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讲，墨派的主旨确是为“王公大人”献策和服务的（郭沫若语），墨子也承认如果能使“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要“上说王公大人”。其"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虽一时不为统治者所纳，但其思想实质乃是自上而下的、绝对的等级统治，旨在强调君主集权，这在社会普遍混乱的当时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主张，因而后来被儒家、法家继承并加以创造性转化，遂使君主集权成了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基本走向。这种强烈的参政倾向一定程度上同于儒家、法家的入世思想，因而在政治舞台这个熔炉里很容易为儒法诸家所同化、影响，并合流，几家思想的互动使墨学中的政治思想发生创造性转化并最终促使其"丧失"墨家精神（实为间接保存了墨学的精髓，使之更能适应社会需要，也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墨学中的部分理论转化成了为官方所容纳的精英文化）。
到了墨学发展后期，出现了“任侠”之说，这种说法出自于墨之说，发自清人陈澧："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以后，康有为"称儒墨"又"称儒侠"。又说："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并列出自战国至东汉"墨子后学"之侠者共５６人。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中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墨子死后，墨徒中累有”以武犯禁“的例子（见《吕氏春秋·上德篇·去私篇》。侯外庐先生也认为"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末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所提出的一条公法，即《吕氏春秋》所载，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之法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学并未中绝，而是以任侠的身份影响大众俗文化并以农民起义等方式得到重现。
综上所述，尽管汉代以后墨家亡绝，但亡了的只是作为政治宗教团体的墨家学派，墨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名家、法家以精英文化或大众俗文化形式吸收消化并绵延不息，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政治和国民性格之滥觞。墨学改革现实、尚贤使能、重视生产、重视教育、强调节俭、讲求实效的治国治世方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也还可以继续发生进步的作用。墨家维护和平、反对侵略、捍卫国土的“非攻”主义造就了一大批卫国戍边的英雄人物，其思想仍然可以作为今天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墨学的道德思想充满了劳动的气息，墨子本人的人格以大公无私、言行一致、劳苦身心、强力从事、热诚救世、见义勇为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已积久而成为我国国民性格之构成要素，其损己以利他之高尚美德甚至早已移入匹夫匹妇之骨髓，至今尚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墨学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亦推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教育事业之发展，其面向实际，强调实行的认识路线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从事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已融入民族的清醒的实践理性精魂之中，今天仍不减其积极的意义。
作为显学之一的儒学，则是在汉代以来，成为了官方正统之学，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两千多年以来整个封建社会的庙堂文化,官方意识形态(尽管汉儒并非完全真正融会贯通了先秦儒家的思想精髓)。而我们要真正理解儒学之深奥，则要据于天地万物之性的正德。
二、据于(天地万物之性的正)德
儒家重视““正德”“利用”“厚生””的致思，其思维的逻辑起点在于“正德”，结果仍然落在“正德”上。“仁”、“智”、“圣”是儒学思维的最高追求。
“正德”“利用”“厚生”渊源深厚，这三者最早出处于：《尚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庸》释义：“正德”就是尽人之性，以正人德；尽物之性，以正物德；正，即使事物的属性平正，不偏斜；。利用，指利用自然资源；厚生，使生民的生活富足，充裕。和，和谐，协调。这表现了禹治理天下的理念中把“正德”置于首位，并视作 “利用”、“厚生”的前提。
“正德”“利用”“厚生”的演化可以从这几本书中得到论证。首先《尚书·泰誓上》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其次《周易·系辞》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人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最后《孟子·梁惠王上》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由此可见，“正德”“利用”“厚生”的演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的。
所以可以得出“正德”“利用”“厚生”的演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释义，尤其是儒家文献证明，其一是帝王等的政治权利乃受天之命，其二是帝王等的神圣使命不容置疑，即不可推卸为生民谋福利的责任。可见，“正德”“利用”“厚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而在中国文化的政治观以及帝王观中，一开始就有“正德”“利用”“厚生”的承诺。这承诺上达于天、下对于民。惟其上达于天，帝王才有神圣性；惟其下对于民，民才归附之，接受其号令或者领导，此正如《说文解字·王部》所言：“王，天下所归往也。”
而对于德的概念，历史渊源颇深，中国古代《礼记·中庸》最早提出德的概念，《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视天赋德性是君子获知达智的主体前提。德性是人的先天本性，与经验无涉。在商代卜辞中，“德”与“直”通意，作“循”解。到了《尚书》，“德”就直接被视作君子之所以能够受命于天的禀赋前提。因此君子须“经德秉德”、“敬德”、“明德”。西周以降，人们觉悟到君子得乎于天的“德性”的重要途径是“尽人事”，所以开始重视以德治世的惠民实践。到了先秦，“德”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从天到人，从人到己，从外到内。犹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德者，得也，从直从心，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儒家圣人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经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意识到由于失德而分配不公的严重隐患，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不安。
不仅如此，《论语》是最早区分私德与公德——德性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把“能近取譬”作为“仁之方”，“推己及人”也包括从私德到公德的外推，其中德性正义是一种私德，而制度正义则是一种社会公德。孔子在论述孝悌之所以是“为人之本”时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如果说孝悌是一种德性上的正义，不犯上作乱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制度上的正义。
而首先以“正义”一词使用的人是荀子，始见于《荀子.儒效》：“不学问，无正义，以福利为隆，是俗人也。” （《荀子》全书有四次谈到了“正义”  ）虽然正义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并不是十分久远，但这并不意味着荀子以前的中国古代人就没有正义意识和正义要求，相反，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具有了相当发达的正义观念和正义思想。不过，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文化中，正义首先往往以个人美德的形式出现，如《论语.颜渊》有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而《孟子.离娄上》亦云：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这里的“正”“义”显然包含着对个人的品格正直之道德要求。孔子认为，以德报怨是没有准则的做法，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时民众对正义的理解通常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无私，二是不偏不倚。
综上所述，儒家的义理其实就是正义论，“义学”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实就是“正义论。Justice翻成汉语，它是正义、公正、公平、正当、恰当、适当、适宜、合适、合法等等，这一系列的语义都包含其中，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阮元编的《经籍纂诂》，里面对儒家所讲的正义的“义”的训诂，也是这些内容、这些义项。 
儒家不仅关注“义”，也关注“礼”，对于“礼”这个字，追溯一下历史起源，其本质是什么？就是：豊—禮。所以，在传统对于“礼”字的最早的解释当中，说“礼”是祭神的一套仪轨。在中国的三代之制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礼仪活动，就是祭天、祭祖。而且严格来讲，中国三代、宗法时代，天与祖是有血缘关系的、同源的。从周公开始，才斩断这种血缘关系，但后来在鲁国也一直保留下来。例如《论语》里面讲“禘”祭，祭天其实是祭周族的祖先，鲁国是祭文王；配飨的，鲁国是祭周公。我们知道，文王、周公是父子关系，是有血缘关系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礼”的本性即规范——制度正义。
由此，进一步讲到儒家所讲的“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 孔子认为：一是“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仁者、君子，就必须“克己复礼”——你要遵守制度规范。一个人“立于礼”：要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就要遵守规则，不能作奸犯科，这是一层意思：儒家特别重视对礼的尊重。建构起来的礼，一定要求遵守它。“克己复礼”，就是要“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另一层面，孔子讲“礼有损益”：三代之礼在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区别，从服饰衣冠、到人伦制度，三代都是不同的。继周者百代之后，一代一代的都不同，都要在原来的制度基础上，减去一些旧的，增加一些新的。
这种思想在孟子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有三个独创的概念，很值得分析：良能、良知、良心。良知其实用现在的哲学话语来讲，就是一种直觉。西方人谈直觉，往往是从认识、知识的角度去谈：人天然具有的知识能力。其实荀子也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但孟子讲的“良知”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这种本源情感的能力，这叫良知。这么一种良知，涉及仁爱的两个方面：“一体之仁”对“差等之爱”的超越。因此，良知必然蕴涵着一种正义感。所以你会发现，在某种生存方式之中，我们绝大多数人，几乎具有某种一致的正义感，这跟他们的地位、文化水平没关系，人人如此。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一种行为、一种礼制的时候，都是有正义感的。这种正义感不是由礼制决定的，恰恰相反，老百姓有非常鲜明的正义感，这对正义论的建构者来讲非常重要。王阳明说，致良知是学问的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要义！
三、依于(恻隐之心的君子之)仁
这里的仁是指恻隐之心的君子之仁。儒学所关心的人生是现实人生（life as such “如生命而观之”）。首先是每个个体的生理情欲生命。其次是人的道德精神生命。儒学强调，“立身安命”绝非简单的“安居乐业”。现实中，“富贵不能乐业”，比“贫贱难耐凄凉”的人更多。因而，人的道德精神生命的问题更大。孔子认为：“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不可以久处约。”因而儒学思维的全部功夫在于唤醒人的仁之善端。孔子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即君子能“好人之好”“恶人之恶”，但绝非“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溺爱不文明，恶恶即会丧德。最后孟子从仁者爱人的角度提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综上所述，儒家要求做人必须要依于仁是有据可循的。
到了儒学发展后期，儒学以“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集中表现了伦理致思。
孔子的仁爱学说，程朱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辩，董仲舒的“天生五谷以养人”，张载的“民胞物与”学说等，无不将自然社会诸关系伦理化。而道家表面上强调“不以境累，不以物役”主张“绝圣弃智”“洁身自好”，但实际其“道法自然”的生死轮回转化说，突显了在个体价值实现过程中对于理想的自然人格的道德向往。佛家更是高扬的“万法皆空，了无自性，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超世哲学，实质上也是以劝善惩恶为目的。法家在高唱“人皆以计算之心相待”因而曾被人们称为“非道德主义”，而实质上，“醇儒”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政治伦理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恰恰来源于大法家韩非的思想。“三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相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致思趋向条件下精神文化的核心。由此可以看出，重视伦理修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
四、游于(娴熟精湛专业能力之)艺
这里的艺是娴熟精湛的专业能力的艺。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这正是我们大学阶段要认真学习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练就娴熟精湛的专业技艺的根本任务：读书—研究—思考—行动。做到这几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学习，体察古人之心。(由于时间关系，对此我不多说，希望大家在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中认真体会。)
除此之外，作为新时代的新学子，还要学习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关注人的性命的道德理性财富。
首先，儒学关心人生性命的思想在不断复兴。儒家圣人孔子首开“仁学”这一关心人的学问的先河，亚圣孟子进而剖析了人的仁义理智的“四端”。汉儒秉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方法，并系统整理和保管了先秦儒家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弘扬了儒学道德理性的思维方法，以至于汉代的文章出现了理性法则。
其次，魏晋名士表面上专谈三玄：《老子》、《庄子》、《易经》，史称三玄歧出，但实质上，名士们以老庄的方式讲《易经》，说明中国学术开始援道入儒，同时说明道家也十分重视义理仁学。南北朝时期佛学东来，中国思想的功夫又开始了援佛入儒的新进程，试图将佛学的空理与儒学的性理相结合。隋唐时代已完全消化吸收了印度佛学的思想，特别是隋唐的政治文物已由佛学的彼岸天国回到中国儒学的现实世界的典章制度上来。
唐末五代之后宋朝的三百年，国势衰微，但宋明却是理学复兴的大好时机。王学一出，佛学黯然失色。到了清代，实学开始兴起，一方面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军事第一的时代，传统典章制度的军事化转向色彩日趋浓郁。另一方面明清儒学的经世致用的实学转向日益明显。
最后，近代五四以来海外境外开始新儒学的复兴以三个方向为主，其一是以新儒学的缘起——中国社会百年来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反思；其二是新儒学的问题视域——什么是现代化；其三是新儒学的现代化理路——中西文化调和论。每个时代，都对中国哲学有这各自的理解和发展，总而言之就是领悟古人反求诸己的内省式思维的智慧。
儒家认为：仁不假外求，“我欲仁，斯仁将至矣”。不断向内反求诸已，即践仁，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下学而上达是践仁的基本途径。孔子用了毕生的精力践仁，到了五十才知天命，六十耳顺。即达到天道与人道遥契。为此，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概括说，孔子仁而不蔽，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既是仁者，又是智者，仁智的统一即是圣。而作为新时代的学子，弘扬传统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是我们的义务和使命，其中入学中的人本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去学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制天命而用之”这些不仅可以运用到学识中，更能作为做人的准则，不断地完善自我。
不仅如此，我们更要将眼光放长远，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理性精神，因为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看，作为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文化，一开始就具有自然理性的传统。事实上，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第一代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希腊第二期哲学家才开始关注人事。而近代西方思想的科学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16、17世纪以降，欧洲的人文主义运动和自然科学运动，成为西方现代性启蒙的重要精神动力。伽利略与科学的世界观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求自识，以及两百多年前实证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首次用物理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伟大发展，只有做融会贯通的人，我们才能是永远进步，永远青春的。
因为今天面对新鲜血液，所以我格外高兴，我始终相信，我们的未来在于你们，而作为老师的我们，能够做好教育就是我们的职责，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学院众多优秀的老师开展第一课的演讲，也希望各位新生学子，能够有理想有信念，努力畅游在哲学知识的海洋中，苟日新则日日新，作为你们的前辈也是老师，有几本推荐的书目希望大家能够阅读，分别是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摩尔根《古代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罗素《西方的智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些书籍是你们入门哲学系统学习的敲门砖，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阅读。读书百变，其义自见，希望大家做合格的新时代学子。
最后我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送给大家，“你不是有一份遗产吗。认真地把它当作任务吧！只有如此，你才真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后也衷心祝福青年诸君，学业有成，人生幸福愉悦！
